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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强调队伍建设，加强培训力度

修购项目管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和业务性较强

的工作，随着国家财政对科研单位投入力度不断加

大，国家对固定资产等资金管理要求不断提升，修购

项目管理更需要高素质、高学历和复合型人才。需

定期开展修购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探索引导“三院”

各所加大基建相关专业人才引进力度，加强业务和

管理人员交流，逐步培养一支具有较高管理水平和

较高工作效率的项目管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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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
———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

陈士银，梁茵婷，马智宇

（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广东湛江５２４０８８）

　　摘要：城镇化建设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通过构建城镇化（人
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以广东

省茂名市为例，采用因子分析法、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沿海区域发展水平进行动态评价。结果表明，根据

时间序列来看，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并未达到协调发展，处于拮抗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其城镇化与经济
发展协调性处于磨合阶段；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逐步过渡到高水平耦合阶段。根据耦合协调类型来分，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茂名
市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属于轻度失调类型，２０１０年茂名市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濒临失调，２０１１年茂名市的城镇化与
经济发展达到勉强协调，２０１２年达到初级协调，２０１３年为中级协调，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二者之间良好协调，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达到优质协调。茂名市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增高，可见茂名市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越来越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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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中国的城镇化速率逐 年加快，截至２０１６年城镇化人口数量从１．７２亿增
加至７．９３亿，城镇化率从原来的 １７．９２％增加至
５７．３５％，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年均增长率达到
８１０％，增长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２．５倍［１－２］。

广东省茂名市作为粤西区域的次中心城市，是广东

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中重要的交通枢纽，城镇化

是驱动区域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城市发展

拉动内需、结构转型的重要枢纽。在粤港澳大湾区

—７２３—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２０年第４８卷第１９期



带动的大背景下，茂名市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研

究，不仅仅是城市扩张、人口增长、资源转型等方面

的单一研究，更多的是对各类资源与要素的合理配

置，在“规模经济”的推动下，加快经济增长速率，调

整生产力布局，合理安排人口的转移与城镇的集聚

密度，逐渐重塑具有地域特色的经济地理格局。国

内外学者对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研究大部

分集中在经济对城镇化的作用与方式上，配第克拉

克定理解释了经济增长就是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

和调整，从而促进城镇化的进程。在经济增长的条

件下，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从而促

进经济继续增长，致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通

过这一过程后劳动力会接着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

产业，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发展［３］。不论是从经济学

角度还是地理学角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城

镇化的进程，与城市的工业化水平密切相关［４］。从

政府的发展战略角度来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鼓励城市的发展，但不能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５］。

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存在正相关的影响，但城镇

化的发展不一定能有效推动区域的经济增长［６－１０］。

另外，城市用地的扩张、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能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从而促进当地产

业结构的转型与调整，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规模经

济等路径，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２，１１］。在城镇化与

区域协调的相关研究上，国内外学者利用回归模

型、协同模型、灰色关联模型、熵值赋权法、耦合协

调度模型、聚类分析法、ＴＯＰＳＩＳ和空间自相关等方
法，对不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分

析，在国家层面，城镇化对经济发展起着正向作用，

但从各中观层面来说，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省际差

异；从时序上来看，不同时间段内，城镇化与区域经

济的耦合关系也并不一样［１３－１８］。综上，城镇化与经

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其中正向影响大于负向影

响。总体而言，城镇化水平不仅与居民的生活水

平、幸福指数密切相关，还可以通过提高当地的文

化生活环境，吸引大量的人才和投资商，从而改变

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１９］；另外，随着

区域经济的不断增长，城镇化质量逐步提高，可以

更好地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带动当地的就业市场。

城镇化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研

究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有助于茂名市各类资源要

素的合理安排与应用，对茂名市的可持续发展有较

深刻的意义。

１　研究区域概况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茂名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东临阳江，西临湛

江，是广东省研究经济带发展中重要的交通枢纽，

下辖白电区、茂南区、信宜市、高州市、化州市５个辖
区，区位优势独特，在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中具有

重要的战略地位。茂名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热量

丰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夏长冬短，四

季如春。其陆地面积为 １１４２７ｋｍ２，山地面积为
１３００ｋｍ２，海拔１０００ｍ以上的山峰近百座，河流众
多，溪流密布，最大河流为鉴江，修建了大中型水利

工程，如高州水库。

从人口城镇化情况来看，茂名市是广东省人口

较多的地级市，建成区面积从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２．０６ｋｍ２

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２２．７４ｋｍ２，占地面积逐年增长。
城镇人口比重从２００７年的３６．９８％增长到２０１７年
的４１．９０％。

从产业情况来看，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口不断增多，就业机会也不断增多，截至２０１７
年，茂名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为１４４．１３万
人。２００７年茂名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分别
为１９９．０９亿、４０４．７１亿、４０３．８８亿元，２０１７年茂名
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分别上升至４７０．２３亿、
１１３１．２４亿、１３０２．６亿元，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茂名市第
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从总体上看是不断增加

的。其中，２００７年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为
３９．４２％，２０１７年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达到
４４．８５％，可见茂名市第三产业的比重仍须提高。
２０１７年人均工业总产值为３９４８２．０８元，比２００７年
增长２００８２．５３元。２００７年的人均 ＧＤＰ为１６７４２
元，而２０１７年达到４７１１６元。
１．２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１．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来源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
年鉴》《茂名市统计年鉴》。

１．２．２　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
１．２．２．１　指标体系构建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秉承科学性、可操作性、综合性、全面性等

原则，构建“城镇化 －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其中，
城镇化指标体系选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

地城镇化，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选取经济规模、经济

结构、经济效益进行构建（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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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单位 权重

城镇化（ｘ） 人口城镇化（ｘ１） 非农人口比重（ｘ１１） ％ ０．０９

人口密度（ｘ１２） 人／ｋｍ２ ０．１２

城镇人口比重（ｘ１３） ％ ０．１２

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数量（ｘ１４） 万人 ０．０６

经济城镇化（ｘ２） 人均社会固定投资额（ｘ２１） 元 ０．１１

人均工业总产值（ｘ２２） 元 ０．１０

工业增加值（ｘ２３） 亿元 ０．１０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ｘ２４） 万元 ０．１１

土地城镇化（ｘ３） 建成区面积（ｘ３１） ｈｍ２ ０．０９

人均公园陆地面积（ｘ３１） ｍ２ ０．１０

经济发展（ｙ） 经济规模（ｙ１） 人均ＧＤＰ（ｙ１１） 元 ０．１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ｙ１２） 亿元 ０．１０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ｙ１３） 亿元 ０．１１

经济结构（ｙ２） 经济密度（ｙ２１） 元／ｍ２ ０．１１

工业化水平（ｙ２２） ％ ０．０９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ｙ２３） ％ ０．０８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ｙ２４） 亿元 ０．１０

经济效益（ｙ３）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ｙ３１） 元 ０．１０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ｙ３２） 元 ０．１０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ｙ３３） 亿元 ０．１０

　　注：工业化水平＝第二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产值×１００％［２０］。

１．２．２．２　权重确定　因子分析法是通过降维简化
错综复杂的数据，即将众多因子归结为几个具有代

表性的因子以反映数据信息。基于众多因子之间

的内部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通过降维，测算

出几个综合因子以表示其基本的数据结构，反映原

来众多因子中的重要信息。由于不同变量常常具

有不同的单位和变异程度，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

性，须要消除变量间的量纲关系。本研究采用极差

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极差

标准化法是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变换后的标

准化值在［０，１］之间。其公式如下。
正项指标：

Ｂ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 （１）

　　负向指标：

Ｂ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 （２）

式中：Ｂｉｊ表示第 ｉ个系统层中第 ｊ个指标的标准化

值；Ｘｉｊ（ｉ＝１，２；ｊ＝１，２，…，ｎ）表示第ｉ个系统层中第
ｊ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值。

由于茂名市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选取的所有

指标均为正项指标，因此在数据标准化中使用公式

（１）进行计算。
在数据标准化处理后，可能会出现０值，而本研

究所采用的因子分析法要求数据值的自变量大于

０，因此，须要通过数据非负化处理来防止数据经过
极差法标准化后出现０值的情况。对于出现０值的
数据可直接加上０．０１，从而达到自变量大于０，以保
证数据的完整性。利用ＳＰＳＳ２４．０统计软件计算指
标体系中各因子权重。

１．２．３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
１．２．３．１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城镇化体系和经济
发展体系是２个不同却又是相互联系的体系，为了
了解体系的各个指标值对系统的影响程度，使用加

权求和的方法分别计算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综合

评价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ｆ（ｘ）＝∑
ｍ

ｉ＝１
ｗｉｘｉ； （３）

ｇ（ｙ）＝∑
ｎ

ｊ＝１
ｗｊｙｊ。 （４）

式中：ｘｉ（ｉ＝１，２，…，ｍ）表示城镇化系统的各指标标
准化值；ｙｊ（ｊ＝１，２，…，ｎ）表示经济发展系统的各指
标标准化值；ｗｉ表示城镇化各指标的权重；ｗ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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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各指标的权重。

２．３．２　耦合度函数模型　耦合度是指系统与系统
之间通过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相互影响的程度或

大小。借鉴王家明的研究成果，得到城镇化与经济

发展的耦合度函数［１４］，其公式表示如下。

Ｃ＝２ ｆ（ｘ）×ｇ（ｙ）
［ｆ（ｘ）＋ｇ（ｙ）］槡 ２。 （５）

式中：Ｃ表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度；ｆ（ｘ）表示
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ｇ（ｙ）表示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指数。

１．２．３．３　耦合协调度模型　在某些情况下，仅仅只
是单一的耦合度函数难以充分表示２个系统之间的
发展水平和协调状况。如在某些年份，本研究中的

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数 ｆ（ｘ）和经济发展综合评
价指数ｇ（ｙ）很小的情况下，得出的耦合度Ｃ可能会
很高。因此，为了完善低水平高耦合值的情况，并

更客观反映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在借鉴

相关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础 上，引 入 耦 合 协 调 度

模型［２１－２４］。

Ｄ＝ Ｃ×槡 Ｔ； （６）
Ｔ＝αｆ（ｘ）＋βｇ（ｙ）。 （７）

式中：Ｄ表示２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Ｃ表示２个系
统的耦合度；Ｔ表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
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本研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
将α和β均取值为０．５［２４］。

出于统计分析，本研究参考李继红等的研究成

果，运用均匀函数分布法来确定城镇化水平和经济

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标准［１６］。城镇化和经

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区间和等级见表２。

表２　城镇化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标准

耦合发展阶段 耦合协调度值 耦合协调类型

低水平耦合失调阶段 ０．００～０．０９ 极度失调

０．１０～０．１９ 严重失调

０．２０～０．２９ 中度失调

拮抗阶段 ０．３０～０．３９ 轻度失调

０．４０～０．４９ 濒临失调

磨合阶段 ０．５０～０．５９ 勉强协调

０．６０～０．６９ 初级协调

０．７０～０．７９ 中级协调

高水平耦合阶段 ０．８０～０．８９ 良好协调

０．９０～１．００ 优质协调

２　结果与评价

２．１　茂名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趋势
分析

在对评价城镇化水平的原始指标数据和经济

发展的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和非负值化

处理后，根据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结合耦

合度函数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茂名市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数 ｆ（ｘ）和经济发
展综合评价指数 ｇ（ｙ），可以得到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茂
名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Ｄ（表３）。
　　由表３和图１可知，茂名市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的城
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和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呈上升趋势，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也

随着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和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

数不断增加。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
指数高于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且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９年经济

表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茂名市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年份 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ｆ（ｘ） 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ｇ（ｙ） Ｃ（耦合度） Ｔ（ａ＝ｂ＝０．５） 耦合协调度Ｄ

２００７ ０．１５４４ ０．０６３５ ０．９０８８ ０．１０９０ ０．３１４７

２００８ ０．１７０７ ０．０８３８ ０．９３９９ ０．１２７２ ０．３４５８

２００９ ０．１３３２ ０．１６４０ ０．９９４６ ０．１４８６ ０．３８４５

２０１０ ０．１２４３ ０．２７００ ０．９２９２ ０．１９７１ ０．４２８０

２０１１ ０．２５７６ ０．３８２５ ０．９８０８ ０．３２００ ０．５６０３

２０１２ ０．３９６２ ０．４８００ ０．９９５４ ０．４３８１ ０．６６０４

２０１３ ０．５０８３ ０．６２４８ ０．９９４７ ０．５６６５ ０．７５０７

２０１４ ０．６０９６ ０．７２５０ ０．９９６３ ０．６６７３ ０．８１５３

２０１５ ０．７４１３ ０．７８５４ ０．９９９６ ０．７６３３ ０．８７３５

２０１６ ０．８６９９ ０．８５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８６１７ ０．９２８３

２０１７ ０．９７７６ ０．９７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７５０ ０．９８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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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综合评价指数高于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呈现稳定
增长趋势，２０１６年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数略高于
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而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茂名市的
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持续稳定增长。根据城镇

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和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的

各自发展，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耦合
度保持在０．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之间，可见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茂名市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稳定，且二者的耦合协

调度不断稳定增加，使得２个体系间发挥着相互促
进、相互协调的作用，二者朝着有序方向发展。

２．２　耦合发展阶段和耦合协调类型分析
结合表２、表３可以得出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茂名市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发展阶段和耦合协调类

型（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茂名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发展阶段和

耦合协调类型

年份 耦合发展阶段
耦合协调类型

（耦合协调度）

２００７ 拮抗阶段 轻度失调（０．３１４７）

２００８ 拮抗阶段 轻度失调（０．３４５８）

２００９ 拮抗阶段 轻度失调（０．３８４５）

２０１０ 拮抗阶段 濒临失调（０．４２８０）

２０１１ 磨合阶段 勉强协调（０．５６０３）

２０１２ 磨合阶段 初级协调（０．６６０４）

２０１３ 磨合阶段 中级协调（０．７５０７）

２０１４ 高水平耦合阶段 良好协调（０．８１５３）

２０１５ 高水平耦合阶段 良好协调（０．８７３５）

２０１６ 高水平耦合阶段 优质协调（０．９２８３）

２０１７ 高水平耦合阶段 优质协调（０．９８７４）

　　由表４和图１可知，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茂名市城镇
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发展阶段可以分为３个阶段，

即拮抗阶段、磨合阶段、高水平耦合阶段。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年茂名市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处于拮抗阶段，但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状态处于轻度
失调，城镇化综合水平基本高于经济发展综合水

平，且城镇化综合水平略有下降，表明城镇化对经

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经济发展水平低制约了城

镇化的发展。２０１０年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处于濒临
失调状态，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城镇化水平，且城镇

化水平仍持续下降，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虽然高于城

镇化水平，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对城镇化水平

的促进作用有限。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城镇化和经济发
展之间的协调状态有所改良，处于磨合阶段，其中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分别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初级协
调状态、中级协调状态。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经济发展水
平迅速提高，并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城镇化水平也随之迅速提高，说明经济发

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相互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对城镇化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２个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其中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处于良好协调状态，２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
促进，共同向正向发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茂名市的城镇
化和经济发展达到了优质协调状态。

２．３　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城镇化的扩展离不开产业的发展与进步，城镇

人口的急剧增加、经济结构与经济密度的改变是城

镇化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年随着非农人口比重的增加，人均收入的提
高，城镇化与经济发展２个系统经过轻度失调—濒
临失调—中级协调—优质协调。２０１５年随着粤港
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广东省沿海经济战略的部署，包

茂高速、汕湛高速的建成通车，茂名市交通枢纽的

战略地位逐渐成型，高新产业的蓬勃发展，人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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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的快速增长，土地城镇化速率的加快，都是影
响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重要

因素。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讨论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茂名市城镇化与经
济发展的协调关系，构建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和经

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耦合度模

型以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影响城镇化水平和经

济发展水平各指标的权重、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综

合评价指数以及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和耦

合协调度。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茂

名市城镇化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提高，且与

其经济发展水平趋势相一致。通过对城镇化综合

指数和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的计算发现，城镇化水平

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趋势一致。第二，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年茂名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其耦合
协调度越来越高，耦合关系呈现正向相关。

茂名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

并不是错乱分布的，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正相

关关系，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正相关关系越来越

密切。基于耦合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可知，茂名

市大致经历了由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的拮抗阶段，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磨合阶段，最后到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
的高水平耦合阶段，其中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茂名市的城
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为轻度失调，２０１０年处于濒临
失调，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经历了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再
到中级协调，在高水平耦合阶段茂名市前２年处于
良好协调状况，直至２０１６年后茂名市城镇化与经济
发展达到优质协调，这体现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

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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